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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无论从现实需要，还是从长远战略，均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以学习型区域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为依据，以京津冀技术差距、经济差距为切入点，综合剖析与回归检验技术创新投入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并用全国31个省级区域空间面板数据验证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据此提出如何更好、加速实现京津冀跨越式协同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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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 matter from the reality needs, or from the long-term strateg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s important realistic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learning regional theory,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ory, technology gaps, and taking economic gap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s breakthrough point. It also use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the regression test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ses the spatial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to ver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ased on this way, we come up with some advice on how to accelerate the leap-forwar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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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与区域合作并行的数字网络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无论从现实发展需要，还是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及历史意义。但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不是新鲜话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曾提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也已提出过3次，但最终都以河北的一厢情愿而失败告终。2014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创新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并将多年呼吁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凸显了京津冀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这对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内涵，是通过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合力，营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造血”机制、创新能力和增长动力，建立配套适度的政策支持，形成分类管理的政策体系，在三地间形成互补中互惠、合作中共赢。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实现互利共赢，关键在于知识的高效溢出效应及彼此间的相互消化吸收。区域协同正是加速实现这一宗旨的有效途径和必由之路。鉴于此，本研究以学习型区域理论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为依据，以京津冀创新投入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如何更好、加速实现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其中的重要现实意义及历史意义自然不必赘述。

1   理论探讨

1.1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1.1.1学习型区域理论 
学习型区域 (Leaning Region)是Florida[1]于1995年在《未来》期刊中首次提出的概念，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区域主体( 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和中介服务机构等) 在学习型文化的氛围下，围绕学习和创新两大核心要素，通过主体之间交互学习，促进知识流动，最终达到知识共享，以知识推动创新，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适应经济发展，达成共同愿景，迎合经济全球化，促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网络式区域创新系统。Florida认为，学习型区域越来越成为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阵地，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起源。学习型区域理论从知识的流动与产出出发，认为区域主体间的相互学习是主体持续创新发展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促进区域系统创新的润滑剂[2]。
1.2.2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国家创新系统是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佛里曼[3]1987年在其著作《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来自日本的经验》中首次提出的概念，是指有利于促进一个国家研究开发、引进、运用、扩散各种新技术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机构所组成的网络，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具体的国家制度。OECD等发达国家的创新理论流派们都强调政府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国家创新系统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知识的流动、中介机构和政府等五大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规模和效率对国家创新系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见，京津冀要更好、更快地加速实现协同发展，区域主体间的相互学习与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1.2 文献综述

在国内，关于京津冀的学术研究最早是1983年的“京津冀水资源问题学术研讨会”，继而1986年在国内最早成立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是地方政府间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在此虽然包含京津冀，但并不只针对京津冀。本世纪以来，从2004年开始，我国已提出过3次京津冀地区合作发展有关的规划，分别为2004年11月启动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2+8模式，主要内容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战略与目标，明确了京津冀三地的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定位，但未成立一个组织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第二次是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时，虽然未提及京津冀都市圈，但提出了“打造首都经济圈”，首都经济圈的范围如何界定争议再起却没有达成共识，一直没起到实质性作用；第三次是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为界，今年5月推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该规划已上升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层面。

在国内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文献中涉及到的主要理论有产业梯度理论、产业链理论、博弈论、耦合协调理论、复杂网络理论等；研究方法有数据包络分析（DEA）法、GIS空间分析法、网络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复杂网络方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与回归分析法等；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内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科技资源的共享、产业转移的综合效应、经济增长的空间极化作用、城市群功能联系与复杂网络演化、交通和生态等方面的协同发展等。其中，典型的文献主要有：徐永利[4]以逆梯度理论为依据，选用代表数量产值比重指标和代表效益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标对京津冀三次产业梯度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河北省未来的发展并非完全需要直接承接京津生产转移，也并非完全以农业和资源型工业为方向，应从逆梯度角度积极参与京津高端产业推移，大力发展服务业、优势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董冠鹏[5]运用空间俱乐部收敛模型和局部空间回归模型对京津冀都市地区经济收敛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京津冀都市地区已形成了中心区域和环绕京津的外围区域，整体上存在微弱的经济收敛，即中心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空间外溢效应较大，接受知识、技术扩散的能力较强，存在经济收敛，并且收敛速度较快，但由于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内部存在经济收敛系数结构的不稳定性，导致外围区域不存在经济收敛现象。马国霞等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测算了1993—2007年京津冀都市圈空间极化变化趋势，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了京津冀都市圈空间极化过程，得出了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极化随时间呈上升趋势；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自经济中心向外围的变化趋势并不完全遵循距离衰减规律，离经济增长中心80Km处是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增长的低谷点，从京津冀都市圈立体趋势面分析，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都市圈的两大极核，且空间极化趋势面随时间呈扩大趋势的结论[6]。杜传忠等[7]基于系统耦合度模型分析了我国长三角和京津冀两大经济圈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对区域制造业竞争力水平的影响，发现虽然两大经济圈各省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总体上两大经济圈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度均对区域制造业竞争力具有明显提升作用，因此他认为两大经济圈应进一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高其与制造业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以提升区域制造业竞争力水平。王建[8]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对京津冀都市圈工业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京津冀都市圈工业的产业结构基本趋于合理，但总体发展状况不容乐观，整体产业竞争力较差，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缺乏竞争力，影响京津冀都市圈工业的快速发展。张亚明[9]基于协同创新博弈观的思维逻辑，利用同质创新政府与异质创新政府博弈模型剖析京津冀协同创新过程中科技资源共享的“囚徒困境”成因，并建立京津冀科技资源共享的“声誉博弈”模型以寻求纳什均衡的突破点，从协同共享理念、协同共享机制以及协同共享环境营造等多个维度提出促进京津冀科技资源共享的对策建议。张林[10]认为科技进步是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信息的零时空共享给区域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为了适应这个迅速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运用信息和创造知识成为所有区域发展的关键。文魁等[11]在全面探讨承载力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利用京津冀区域承载力相关数据及空间分布图综合剖析京津冀区域承载力现状，并从“疏解承载压力”和“增强承载能力”角度提出实现京津冀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有效对策。
在国外尚未发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文献，但关于学习型区域与国家创新系统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创新主体的系统性，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如何在区域内获得更多有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学习型区域理论包括协同发展动力机制、协同机制、地域分异机制、调控机制，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区域层面分别研究学习型区域发展机理，探索学习本质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知识生产与价值实现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阐释学习型区域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完整的学习型区域发展框架。Richard Florida[1]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法验证了创意工作者分布密度与创造力对大都市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创意工作者的密度和大城市的专利活动呈正相关，表明创意工作者分布密度是知识溢出和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学习型区域是能够发挥知识和创意的收集者和储存者功能，提供有利于知识、创意和学习流动的基础性环境或基础设施的区域。因此，知识密集型的区域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和技术组织模式，且区域本身正变为知识创造和学习的焦点[12]。而Roger Normann[2]认为，这种视野是狭隘的，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化的理论对于社会总是好的，而且不是所有对社会有利的行为都需要市场化，因此提出学习型区域应包括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认为社会价值应与经济价值同等重要。Boekema[13]认为，学习型区域是对经济增长依赖于创新，而创新反过来又依赖于知识的创造、扩散和运用的区域的自然表达，因为扩散和运用通常是指学习，而学习过程是与空间相关联。

综上，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内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围绕着经济的三大产业协同发展或交通、生态、制造业、服务业等某一层面的协同，而忽略了协同主体的创新内容；或重在微观、中观层面的协同，而忽视了宏观主体创新系统对协同发展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从剖析京津冀技术差距、经济发展差距为切入点，并实证检验各地创新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构建京津冀学习型区域创新体系，更好、更快地加速实现京津冀跨越式协同发展探寻有效途径及具体对策。

2   京津冀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差距比较

京津冀是由规模与功能不同而级别相似的省市组成。各地区间战略定位决定着各地区产业布局和发展模式，地区间发展差距形成一定的梯度，提供协同发展依据。从学习型区域理论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角度看区域间差距就是知识共享能力差而导致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不足，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表现。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从时空角度看是竞争与协同共同推动的结果：竞争的结果产生极化效应，协同的结果产生扩散效应；从系统动态角度看，竞争使得区域系统失稳导致区域功能、性质发生更新或演替，促使形成新的区域系统空间结构。为了寻求京津冀更好、更快地实现跨越式协同发展的突破，基于上述学习型区域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首先有必要对京津冀的研发（R&D）投入、科技投入、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创新投入指标）及GDP增长率、人均GDP（经济发展指标）进行比较（见表1）。

表1  京津冀技术差距比较                             %
	
	全国
	北京
	天津
	河北

	年份
	R&D强度
	科技
投入
	教育
投入
	R&D强度
	科技
投入
	教育
投入
	R&D强度
	科技
投入
	教育
投入
	R&D强度
	科技
投入
	教育
投入

	2006
	1.39
	—
	2.94
	5.33
	—
	3.13
	2.13
	—
	2.17
	0.67
	—
	2.07

	2007
	1.40
	0.67
	3.11
	5.13
	0.92
	3.23
	2.18
	0.43
	2.19
	0.66
	0.13
	2.28

	2008
	1.47
	0.67
	3.31
	4.95
	1.01
	3.45
	2.32
	0.43
	2.22
	0.68
	0.14
	2.61

	2009
	1.70
	0.81
	3.59
	5.50
	1.04
	3.57
	2.37
	0.45
	2.40
	0.78
	0.15
	2.72

	2010
	1.76
	0.81
	3.67
	5.82
	1.27
	3.64
	2.49
	0.47
	2.46
	0.76
	0.15
	2.77

	2011
	1.84
	0.82
	3.97
	5.76
	1.13
	3.86
	2.63
	0.53
	3.00
	0.82
	0.14
	2.79

	2012
	1.98
	0.86
	​—
	5.95
	1.12
	—
	2.80
	0.59
	3.82
	0.92
	0.17
	—

	2013
	2.09
	—
	—
	6.08
	1.36
	—
	2.98
	0.71
	4.62
	1.0
	—
	—

	2014
	2.10
	—
	—
	6.03
	1.64
	—
	—
	—
	—
	—
	—
	—


注：资料来源于国家和各省市统计公报、年鉴。下同
从表1中可以看出，“十一五”以来北京与天津的R&D强度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3倍、1.5倍，但河北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89个百分点；科技投入强度北京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倍，但天津、河北均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0.29、0.62个百分点；教育投入强度北京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但天津、河北均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1.02、0.89个百分点。这说明除了北京所有的创新投入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外，天津、河北各项指标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且京津冀之间呈明显的差距梯度。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R&D投入、科技投入、人力资本投入等创新性的投入能不断地、广泛地、有力地推动着一国或一地的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那么京津冀的这些技术差距是否影响三地的经济差距？为此，本研究根据钱纳里的经济发展标准，进一步观察京津冀的经济发展差距（见表2）。

表2   京津冀经济发展差距比较                   %
	
	全国
	北京
	天津
	河北

	年份
	工业
比重
	三产
比重
	GDP↑
	工业
比重
	三产
比重
	GDP↑
	工业
比重
	三产
比重
	GDP↑
	工业
比重
	三产
比重
	GDP↑

	2006
	42.21
	40.94
	13.3
	22.44
	71.91
	13.0
	50.68
	42.63
	14.7
	47.84
	33.97
	13.4

	2007
	41.58
	41.89
	14.6
	21.15
	73.49
	14.5
	50.68
	42.84
	15.5
	47.88
	33.81
	12.8

	2008
	41.48
	41.82
	10.1
	19.18
	75.36
	9.1
	50.88
	42.96
	16.5
	49.29
	32.95
	10.1

	2009
	39.67
	43.43
	8.3
	18.95
	75.53
	10.2
	48.15
	45.27
	16.5
	46.32
	35.21
	10.0

	2010
	40.03
	43.24
	10.2
	19.58
	75.11
	10.3
	47.82
	45.95
	17.4
	46.85
	34.93
	12.2

	2011
	39.84
	43.37
	8.7
	18.76
	76.07
	8.1
	48.03
	46.16
	16.4
	48.01
	34.60
	11.3

	2012
	38.44
	44.65
	8.1
	18.43
	76.46
	7.7
	47.49
	46.99
	13.8
	47.08
	35.31
	9.6


	2013
	43.89
	46.09
	7.7
	22.32
	76.85
	7.7
	50.64
	48.05
	12.5
	52.16
	35.47
	8.2

	2014
	—
	—
	—
	21.31
	77.95
	7.3
	—
	—
	—
	—
	—
	—


从表2可以看出，“十一五”以来，北京工业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其比重已降至20%以下；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75%，达到发达国家的70%水平；天津、河北的工业比重总体也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比重呈现上升，但两地工业比重仍占主导地位，尤其河北的第三产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4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北京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而天津、河北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北京是早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而天津、河北则属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和中期阶段，京津冀经济发展呈明显的梯度差距，这也进一步揭示了京津冀应加速实现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4   京津冀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好、更快地加速实现京津冀跨越式协同发展，本研究利用表1和表2中整理的数据，借助社会统计软件SPSS18.0测算了京津冀技术差距与经济发展差距的Pearson相关系数，并验证其显著性，具体结果见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京津冀各项创新投入均与各地第三产业呈正相关，但均与工业呈负相关。其中，北京、河北的R&D投入不论对本地还是对相邻地区，第三产业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天津的R&D投入对北京、天津的第三产业呈显著正相关，但对河北的第三产业只是呈正相关但并不显著。这说明京津冀研发投入在第三产业内相互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但相对而言，天津对河北的影响力不大。而在第二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却未能充分显现，表明京津冀三地间在工业研发、生产合作、技术交流、优势互补、竞争力提升等诸多方面合作不够、各自为战，很有必要相互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北京的教育投入，对本市、天津的第三产业呈显著的正相关，但对河北的第三产业只是呈正相关但并不显著；天津的教育投入，只对本市的第三产业呈显著的正相关，但对北京、河北的第三产业只是呈正相关却并不显著；河北的教育投入，对北京、天津的第三产业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却对本地的第三产业只是呈正相关但并不显著。以上充分说明人力资本是往发达地区流入的，亦即“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河北的人才流失就不言而喻了。京津冀科技投入与各地工业、第三产业并未显现显著相关性，这主要是其与国家国防事业等宏观层面的效应所致。

表3  京津冀创新投入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系数
	
	京R&D
	京科技
	京教育
	津R&D
	津科技
	津教育
	冀R&D
	冀科技
	冀教育

	京工业
	-0.475
	-0.486
	-0.884*
	-0.822*
	-0.653
	-0.619
	-0.745*
	-0.711
	-0.963**

	京三产
	0.514
	0.525
	0.906**
	0.857**
	0.751
	0.661
	0.773*
	0.737
	0.968**

	京GDP↑
	-0.547
	-0.539
	-0.859*
	-0.858**
	-0.683
	-0.692
	-0.779*
	-0.646
	-0.838*

	津工业
	-0.931**
	-0.764
	-0.834*
	-0.845**
	-0.723
	-0.736
	-0.887**
	-0.733
	-0.786

	津三产
	0.928**
	0.761
	0.912**
	0.931**
	0.842*
	0.822*
	0.939**
	0.778
	0.846*

	津GDP↑
	-0.114
	0.299
	0.780
	-0.132
	-0.632
	0.429
	-0.278
	-0.503
	0.925**

	冀工业
	-0.662
	-0.401
	-0.204
	-0.290
	-0.262
	-0.137
	-0.487
	-0.521
	-0.240

	冀三产
	0.890**
	0.561
	0.512
	0.640
	0.615
	0.491
	0.791*
	0.698
	0.462

	冀GDP↑
	-0.216
	0.003
	-0.551
	-0.631
	-0.396
	-0.245
	-0.633
	0.650
	-0.711


注：*表示0.1显著水平；**表示0.05显著水平；***表示0.01显著水平。下同
为了使京津冀更好、更快地实现跨越式协同发展,本研究利用2006—2014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借助现代计量经济软件Eviews6.0，以教育投入、研发（R&D）投入、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作为技术创新的解释变量，在经济增长率、人均GDP中取上自然对数后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上述京津冀技术差距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进行了回归分析，以进一步验证它们间的相关性及其影响程度。其空间计量模型为：Yit=β0+β1Xrd+β2Xkj+β3Xjy+μit   ，其中i（i=1,2…，31）表示31个省区市；t(t=2006,…，2012)表示年份；Y表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或GDP增长率；Xjy、Xrd、Xkj分别表示R&D、科技、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β0表示截距；βk分别表示各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系数。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京津冀技术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测效果
	自变量
	因变量：GDP增长率
	因变量：人均GDP对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Xjy
	-1.393**
	-3.816***
	-5.511***
	-3.339***
	0.250***
	0.224***
	0.163***
	0.092***

	Xrd
	-9.702***
	-29.279***
	-31.628***
	-19.898***
	0.507***
	-0.265**
	0.430***
	0.204**

	Xkj
	-1.739
	-3.229
	-3.264
	8.264
	0.224
	0.635***
	0.830***
	0.603***

	Xjy(-1)
	
	0.427
	0.727
	-3.385***
	
	0.059*
	0.053**
	0.008

	Xrd(-1)
	
	27.812***
	27.623***
	6.914**
	
	0.740***
	0.281***
	-0.413***

	Xkj(-1)
	
	5.069
	-1.118
	25.151***
	
	-0.157
	0.292***
	0.385***

	Xjy(-2)
	
	
	3.491**
	-1.179
	
	
	0.090***
	0.076***

	Xrd(-2)
	
	
	6.438*
	5.023***
	
	
	0.507***
	0.434***

	Xkj(-2)
	
	
	9.675
	-0.752
	
	
	0.098
	-0.066

	Xjy(-3)
	
	
	
	-0.300
	
	
	
	0.020

	Xrd(-3)
	
	
	
	-13.933***
	
	
	
	0.110

	Xkj(-3)
	
	
	
	3.113
	
	
	
	-0.038

	
	R2=0.636 
DW=2.711

F=132.85
	R2=0.875 
DW=2.775

F=164.67
	R2=0.904 
DW=2.451

F=98.85     
	R2=0.993 
DW=2.605

F=634.03
	R2=0.999

DW=1.265

F=181386     
	R2=0.999

DW=1.574

F=102054
	R2=0.999

DW=1.791

F=603202     
	R2=0.999 
DW=2.572

F=681022


从表4的左侧京津冀技术差距对GDP增长率估测效果模型（1）中可以看出，教育、研发、科技等技术创新投入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因此同期影响均呈负相关，其中教育、研发投入呈0.05显著水平；在模型（2）、模型（3）中的滞后1、2年后，教育、研发、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均呈正相关，其中研发投入滞后1年后开始呈现显著水平，而教育投入滞后2年后呈0.01显著水平；从模型4中可以看出，研发投入从同期到滞后1、2、3年均呈显著影响，其投入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从投资后的第2、3年起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模型（3）的滞后2年中可以看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呈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科技投入在模型（2）、模型（3）中滞后1年、2年均呈正相关但影响不显著。

从表4的右侧京津冀技术差距对人均GDP的影响估测效果模型1中可以看出，教育、研发、科技等技术创新投入均对人均GDP呈正相关，其中教育、研发的促进作用是0.01显著水平；模型2、模型3中教育、研发投入对人均GDP的促进作用均呈现0.01显著水平，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即越重视教育、研发，加大对其投入，人均收入就增加越快。但科技投入对人均GDP的影响并未呈现显著水平，从表4的验证结果不难看出，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归根结底实际上也就是技术差距。

5   京津冀学习型区域协同体系结构的构建

京津冀学习型区域体系结构是指京津冀区域系统内各构成要素之间在空间或时间上的有机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式或顺序。其构成要素（行为主体）包括：京津冀内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和中介服务机构。这些要素既是京津冀学习型区域最基本的成分，又是存在的基础。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互为影响，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优势和作用。京津冀学习型区域是一个网络式的区域创新系统，这个系统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各行为主体交互学习、协同创新，共同创造出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新的系统功能，以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达到共同愿景为目的。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相互的作用和交流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网络系统，该系统不仅是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等创新资源传递和扩散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不同于单个创新主体的更高级的创新发源地，是单个主体创新能力集成为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最佳组织形式。单个主体创新能力构成了区域创新网络系统，在学习型区域中这些单个主体之间交互学习、相互作用又构成了学习型区域体系结构[14]。京津冀学习型区域体系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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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京津冀学习型区域体系结构模型

从图1中可以看出，京津冀学习型区域体系结构内五大要素之间形成围绕着知识的生产到应用的四大系统，即知识生产系统、知识传播系统、知识调控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按层级顺序：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是区域科学研究体系，是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生产系统，是创新的技术源泉；中介服务机构在区域创新过程中是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传播系统，是沟通企业与其它要素之间新知识和新技术流动的中间环节及创新资源的流动渠道，为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快速应用起到催化剂作用；政府是建立学习型区域的主要参与者，更是创新活动的推动者和指导者，是知识的调控系统，在体系中主要起区域创新的宏观调控作用；企业是区域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应用系统，也是推动区域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如何加速构建京津冀学习型区域协同体系，以更好、更快地实现京津冀的跨越式协同发展，则很有必要进一步理顺协同区域内协同行为主体及协同内容、目标、手段、程序等。本研究根据孙海燕构建京津冀学习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模式，形成如下京津冀学习型区域协同体系结构[15]。

表5   京津冀学习型区域协同体系结构
	要素
	初级阶段
	中级阶段
	高级阶段

	协同行为主体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协作组织、专设的区域协同机构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协作组织、专设的区域协同机构、各种非政府协调组织

	协同内容
	重在区内协同
	区内协同，开始关注区际协同
	区内协同、区际协同

	协同目标
	发展经济为主，着重区内生产力布局
	产业结构、基础设施、
空间结构、资源环境
	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空间结构、资源环境、各种行政关系协同

	协同手段
	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
	行政手段、经济手段

	协同程序
	简化的协同程序
	逐步完善的协同程序
	协同组织程序、协同工作程序


注：根据孙海燕研究重新整理
根据表5的内容可知，京津冀协同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从协同行为主体、协同内容、协同目标、协同手段、协同程序等诸项而言，尚有诸多的空间和余地，需要京津冀三方齐心协力，携手并进，同舟共济，加速向中、高级阶段冲刺。在这一过程中，京津的作为至关重要，是力避重蹈河北一厢情愿的关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京津应从以往的教训中猛醒，在区域合作、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大背景下建功立业，互利互惠。
6   京津冀跨越式协同发展的对策
基于学习型区域理论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通过综合剖析和回归检验京津冀技术创新投入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及其对策：

第一，在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政府是建立和推动学习型区域的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更是创新活动的推动者和指导者，必须科学定位和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与协调作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是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生产系统，是创新的技术源泉，是更好、加速实现协同发展的“马前卒”、“润滑剂”，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与特色，显现自身的价值与贡献；中介服务机构在区域创新过程中是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传播系统，是沟通企业与其它要素之间的流通渠道，为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快速应用起到催化剂作用，是加速创新推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是区域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推动区域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协同发展的合作与竞争中如何做强、做大自己是企业自身生存的永恒主题。

第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北京的优势不言而喻，尤其是人才优势、科技优势，因此北京应主动、更多、更快地向津冀进行技术输出，冀津更应主动、更多、更快地向北京求援、合作。

第三，冀津在积极主动争取北京支持的同时应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加速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以实现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

第四，冀津的产业结构落后，二产比重过高，尤其河北的三产竟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4个百分点，这与环绕首都的地区优势、沿海优势、人力资源优势格格不入，必须尽早、快速优化升级。
第五，创新投入对京津冀经济发展，尤其对三产的加速发展贡献显著，对技术溢出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河北的人才流失严重，其教育投入并未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贡献显著，河北必须高度重视，拿出实策迅速应对。
第六，京津冀目前在二产的科技研发、生产合作、技术交流、优势互补等诸多方面明显不足，而这一领域又恰恰是实现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重点所在，强化合作交流、加速互利互惠已成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第七，从目前的京津冀协同状况而言，尚属初级阶段，三地认识尚不一致，三地行动尚不同步。京津冀三方应各自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积极主动地与对方寻求协同合作，尤其京津两市应主动放下架子，正视自身发展中的劣势与需求，取长补短，合作共赢，力避重蹈河北一方的“单相思”、一厢情愿。
第八，协同发展是一种合作，区域创新是一种革命。京津冀三方应再一次深刻认识“国家战略”的深刻含义，立足区域、眺望全国，以更高的境界、更深的理解、更好的行动、更快的效果来加速实现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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